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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1321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

“局长，您想管吗？能管吗？能管住吗？”

“领导，打电话问过了就算解决过了吗？”

“对于投诉，镇政府真的无动于衷吗？”

面对主持人的犀利发问，政府官员忍不

住红脸擦汗、鞠躬道歉，一通表态承诺后，还

可能被当众颁发“鸵鸟奖”“蜗牛奖”……

伴随这些“名场面”走红网络，电视问

政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看着官员在视频画

面里被辛辣拷问，网友说这是“最硬核综

艺”，呼吁全国推广“领导赶考记”。

有学者统计，截至 2019 年，我国至少

有 243档电视问政栏目，分布在全国 169个
地级或以上城市，其中大部分只在当地有

一定影响力，少数节目则因互联网传播受

到全国范围内的关注。

面对近期突如其来的热度，几档电视

问政节目的负责人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表示“惶恐”。其中有人说，过去很多节目

“可能是在有意保持低调”，比起公众关注，

他更在意电视问政是否能“持续存在，办点

实事”。

“电视问政不是针对任何官员个人，而

是要解决问题。”历经多年发展，这些节目

对播出效果的期待，远不止收视率。

“最后落脚在‘能够解决’”

11 月 5 日上午 7 点 40 分，江苏省水利

厅两位厅领导和 6位职能处室负责人整齐

地坐进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指挥中

心会议室。一个多小时后，《政风热线》节目

将针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现场直播问政。

气氛不算特别紧张。制片人唐琳介绍，

2011年节目开播以来，几乎每周都会有厅

级干部带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到节目现

场，很多人对节目形式已十分熟悉，也并非

第一次接受电视问政。

5日的那次问政曝光了某地级市的一

处码头整治拆除 10年未到位的问题，直到

录制前一小时，节目组才临时表示需要与

该水利局副局长现场连线，这让原本平静

的会议室出现了些许骚动，一位领导起身

拨打电话，紧急安排联络。

唐琳说，《政风热线》没有彩排，暗访内

容原则上保密。每次录制前，节目组会向公

众公开被问政的部门，提前征集线索。同

时，江苏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也会

为节目组开放数据库。

“有时也会有人来打探（选题内容）。”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总监殷敏利

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但我们基本上

会坚守底线，《政风热线》的选题是不能随

便毙的”。

殷敏利介绍，《政风热线》是由江苏省

纪委牵头创办，后转由江苏省数据局（江苏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牵头组织，创办初

衷是借助“媒体监督”推动政府部门发现并

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电视问政”类节目基本都有上述属

性，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例如，据《南

方周末》报道，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的开

播，是因为有企业反映在武汉办事难，“政

务环境不佳”，时任市委书记在看完武汉市

投资环境调研报告后“彻夜难眠”，继而推

动武汉市开启针对官员的“治庸问责”行

动，并将其整改成果通过年底的《电视问

政》节目面向公众直播汇报。据《新京报》报

道，最近引发公众热议的《问政山东》，是时

任山东省委书记为整顿山东官场作风，点

名推出。

“电视问政非常依赖党委、政府的支

持。”一位节目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如果政府愿意支持，播办基本不会

遇到什么阻碍。”譬如，由时任兰州市委书

记提议创办的《“一把手”上电视》，从设想

到开播，仅用了 30多天。

就江苏的《政风热线》而言，除了经费

支持，每年年初，江苏省政府办公厅都会下

发专门通知，提前安排好本年度每期节目

需要接受问政的设区市及省级部门单位，

并且严格要求“一把手上线”。“进行直播排

期规划，目的就是为了让各部门领导提前

安排好时间。”殷敏利说。

唐琳表示，江苏省数据局不会过多干

涉选题，基本可由电视台自行裁定。“但我

们也会注意把控选题。”唐琳说，节目选题

遵循“十八字方针”，“党委政府重视，群众

关心，普遍存在，能够解决”。“最后落脚在

‘能够解决’，是因为如果曝光了却无法解

决，某种程度上也会损害（节目）权威性。”

殷敏利说，有时会有领导托人来问，能

不能不曝光某个问题，他通常会拒绝。“如

今这个时代，就算我们不播，公众一样能知

道。最后问题没有解决，可能引起更大的舆

情。”在他看来，经常帮政府部门发现、提出

问题，电视问政可以成为纪法监督等常态

化监督主体的补充。

“问题解决起来快得多”

由于电视问政节目与政府部门的意愿

深度关联，部分批评者认为，电视问政是政

府主导媒体进行的自我监督，只能是一种

“有限问政”。

针对这种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闫文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表示，不能因此就否定电视问政的价值，她

认为，电视问政在目前阶段确实解决了一

些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问题。

2022 年 7 月，四川省达州市电视问政

节目《阳光问廉》曾曝光开江县普安镇某安

置房因政府拖欠工程款 10 年未交付的问

题，许多拆迁户四处租房搬迁，施工方也损

失惨重。10 年间，开江县住建局的“一把

手”已换了两任，为弄清来龙去脉，节目组

将前两任及现任局长一起请到录制现场。

节目中，被问政的官员和专家代表分

坐在舞台两方，台下坐着达州市委书记、市

长带领的 60 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人及市民代表，主持人谭韵站在舞

台中央，对开江县 3任住建局局长、发改局

局长及副县长进行了轮番问询。

谭韵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由于市

委主要领导在台下坐镇，通常被问政官员

不会在节目上毫不理会，“但他们可能会对

你的问题绕来绕去，不断强调自己做了什

么”。她对此总结了一个三段论：“一认错，

二难过，三说怎么做。”谭韵曾遇到有官员

不管问什么都只说“我错了”，“但其实我是

想跟他好好去探讨究竟该怎么解决问题”。

谭韵认为，电视问政的“辛辣感”不应

来自主持人态度上的“咄咄逼人”，而在于

问题的精准深刻。两小时的直播中，谭韵能

跟每个官员问询的机会不过两三个回合，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问出关键答案，

谭韵会从记者暗访调查时便开始介入，随

采访推进准备现场问政的提纲。

在前述对开江县发改局局长的问询中，

局长按惯例开始阐述自己的职能职责，谭韵

迅速打断：“这样的职能职责不用说了，您就

说在这个项目推进中我们做到了哪些？”

局长继续强调自己如何“重视工作”，

谭韵反问：“既然这么重视，那为什么短片

当中我们发改局的分管副局长却说我们不

清楚、没去过、没人反映、没问题？”

最终，局长表示“很愧疚”，承诺会在 8
月底前完工。

每期节目中，《阳光问廉》还会在大屏

幕上实时播放网友评论。在一位发改局局

长陈述时，大屏幕上就播放过：“看了就汇

报，汇报就拖，拖了就不管。”另一期四川省

遂宁市的节目，某局长接受问政时，观众在

评论区举报该局长“吃拿卡要”，遂宁市纪

委监委当即启动调查程序，节目播出后不

到一周该局长就受到组织调查。

在《阳光问廉》问政开江县的安置房问

题后，开江县委、县政府召开整改会，县政

府主要领导前往安置小区安排部署，组建

6个专班 200余名工人抢抓工期，最终在两

个月内完工交房。

“凡是上了节目的问题，基本都会得到

超常规解决。”《阳光问廉》相关负责人王山

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节目另一位负责人李明回忆，曾经有

某重点工程因推进不力被节目曝光，第二

天县委书记组织所有县领导开会，要求在

一个月内解决问题。“原本有些分管领导基

本不到现场去，但那一个月去了 13 次，有

10多天都睡在办公室。”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

授何志武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有些

政府官员可能会遇到下属干部存在工作态

度问题，开大会小会都解决不了，便希望借

助媒体平台来推动。”

比如，王山记得，他曾经去地方乡镇调

研，就有主要领导向他感慨：“如果这个问

题能去节目上曝光的话，解决起来就要快

得多。”唐琳说，在《政风热线》中，也有政府

部门通过厅长信箱一类的渠道为节目组提

供线索，“这些可能是省级单位难以直接垂

直管理到的事情”。

与此同时，一些下级部门也希望通过节

目获得上级部门的关注和支持。《政风热线》

记者樊居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2016年，他曾参与调查某村的非法小作坊污

染问题。由于该村村民长期暴力抗拒，属地

环保部门感到头疼。樊居奇与搭档走访调

查中，甚至遭到村民围追堵截、用桶泼粪。

后来，在节目组的协调下，当地副县长

坐镇成立指挥专班，协同县内多个部门联

合执法，共同对当地非法作坊查证取缔。唐

琳说，现场采访时，当地环保部门一边说委

屈，一边对节目组表达感谢，“说没有媒体

的关注曝光，很难协同上级领导与各个部

门一起联合执法”。

“节目有时也是一个桥梁，可以在这个

平台上去协同各种力量。”唐琳说，但她也强

调，“并不鼓励‘特事特办’，有些事情的解决

确实需要周期，如果有的问题因为上了节目

就能不合规地‘开绿灯’，也是有问题的。”

“后半篇文章”

王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视问

政对问题解决的推动一方面来自媒体的

“聚光灯效应”，“主要领导是要在公众面前

承诺表态的。在公众监督下，你已经做错一

次了，第二次再做不好，就会失信于民。”

另一方面，王山认为，节目的监督力度

也源于背后的机制保障，“也就是后半篇文

章”。每一期节目结束后，《政风热线》和《阳光

问廉》节目组都会对已曝光的问题进行持续

督查，并将整改结果在下一期的开头向公众

汇报，从而形成“问政闭环”。

作为由当地纪委主推的电视问政节

目，每期《阳光问廉》播出后，达州市纪委会

就曝光问题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还会

通过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问题整改函等

方式对曝光问题进行督办。

王山举例，今年 7月，《阳光问廉》曾曝

光万源市河口镇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

在质量缺陷的问题。节目播出后，达州市纪

委遂向万源市委和市农业农村局发送纪律

检查建议书，要求其举一反三，系统整改，

最终推动全市高标准农田整体的摸排查

改，完善了高标准农田的管理制度。同时，

达州市纪委也以此为例敦促其他地区“以

案促改”。

据节目组统计，2022 年以来，达州市

纪委通过《阳光问廉》发出纪律检查建议书

或问题整改函 90 份，交办住房、饮水等民

生问题 127个、提出针对性建议 251条。

《政风热线》节目一位联络人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每期节目录制基本都会有

省纪委和省级机关作风办的同志现场观

看。录制结束后，节目组会与被问政部门立

即召开现场督办会，共同商讨曝光问题的

后续解决事宜。

唐琳说，节目组会选取被曝光问题中

的典型案例，由厅级干部带队现场核查督

办。“我们的目的是能够举一反三，通过解

决群众‘一件事’，推动出台相关举措或形

成一项制度，进而解决‘一类事’。”对于无

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则需要向节

目组提供解决方案和期限，“可能我们不一

定立马去追，但事情在节目上挂了号，我们

会不定期回访追踪，一追到底”。

唐琳举例，今年 6月，《政风热线》曾曝

光过无锡市某码头未获手续便违规作业的

问题，当时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称会要求该

码头立即整改。但节目组后续回访发现，该

码头并未整改到位。于是在 10月对无锡市

市长的问政中，节目组再次对此问题进行

了追踪报道。在市长的表态监督下，节目直

播结束后该码头立即停工。

还有一次，《政风热线》在江苏省应急

管理厅的专场问政中曝光，镇江市江心洲

因地理位置特殊成为“消防孤岛”，属地消

防救援部门表示，要彻底解决问题，需要与

公安部门联动。于是在随后江苏省公安厅

的问政中，节目组再次将此问题抛出，推动

江苏省公安厅与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现场督

办，对江心洲消防问题进行了整改。

未能在节目中公开曝光的问题，《政风

热线》和《阳光问廉》节目组都表示会通过

内部渠道，将问题反馈给有关部门。《政风

热线》一位联络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节目预热及上线期间收集到的居民投

诉内容，会汇总为标准的“12345 工单”派

发给相关部门，还需要在办理完结后形成

总结报告。

殷敏利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有的

被问政部门在参加节目录制前两月便会提

前梳理 12345 热线中的相关线索，将存在

的问题提前解决，“就像是体检前大家会注

意身体，节目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有关

部门将工作中的问题短板提前自查补齐”。

从一方问责到共同协商

行政权力借媒体平台，力促政府工作

问题的解决，这是目前我国电视问政的一

种典型逻辑。何志武认为，“问责”只是

电视问政的一种形态，其实质在于“对话

与协商”。

在社交媒体平台以“电视问政”为关

键词检索，可发现目前公众对电视问政的

关注点，依然大多聚焦于官员临场反应，

这也是早期电视问政的“卖点”，即要求

官员“红脸出汗”。

武汉市《电视问政》中曾有一个经典场

面，为了批评街道排水不利的情况，有市民

在问政时为水务局局长送了一双雨靴暗表

讽刺。次日，局长尴尬接过雨靴的画面成为

媒体报道的焦点。何志武认为，这显然是媒

体有意策划的展演脚本。在早期，电视问政

节目中类似的脚本并不罕见。

《南方周末》曾于 2013 年报道，每次

《电视问政》结束，官员的各种窘态和尴尬表

现，就会出现在次日各大媒体上。因食品安

全问题，时任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长杨泽发在节目现场鞠了个躬。后来他告诉

主持人：“我就鞠了个躬，中央电视台播了

17遍。”

何志武说：“可能从观众角度会觉得这

样很过瘾、很爽，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问政

的一种常态。”

2015 年，武汉市《电视问政》第五场

中，蔡甸区区长现场吃掉被水泥厂粉尘污

染的橘子，成为舆论热点，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似乎被这一动作化解。何志武对此撰

文：“原本可以更深入地进行政务协商，在

强大的宣传权力介入后，一边倒地成为普

通受众无法轻易分辨的典型宣传。”

何志武认为，“辛辣问责”虽然会起到一

定的监督作用，但由于它大多依赖行政权力

推动，官员很难拥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

从长远来看，未必利于对问题的理性探讨。

一位参与过电视问政的政府官员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曾经，一听说要参加

节目，他就感觉十分紧张，“总担心自己是

不是犯了什么事”。何志武记得，他调研武

汉市《电视问政》时了解到，每次节目录制

前最忙的都是“被问责部门里负责宣传的

人”，因为他们忙于和节目组沟通，“是否能

够不曝光，专家点评能否不要那么犀利”。

正因如此，一旦离开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

节目便很难持续发展。

《新京报》曾报道，虽然武汉市《电视问

政》红火一时，但年底行风评议时，电视台

排在武汉市的倒数几名，台里遂要求主持

人不要问得太狠，不能让官员以为是记者

问政。2016年，武汉《电视问政》逐渐从“问

政”变为“问策”。

《政风热线》主持人王南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节目诞生之初，她有时也会

态度“过激”，让官员下不来台。后来她

逐渐发现：“我们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要

共同推动某个问题的解决。如果官员不信

任，一来就带着抗拒心理的话，反而会把

群众投诉和我们都推到对立面去，无助于

问题的解决。”

担任《政风热线》主持人 10余年，王南

对政府工作也有了更多理解。“实际上很多

问题解决起来确实也很复杂。对于懒政和怠

政问题，还是应该点出，但如果是一些制度

性问题，或是他在自身岗位上解决不了的问

题，那么专门点出一个人，是没必要的。”

王南记得，自己曾在一场问政中因一位

官员的表达啰嗦而打断他，后来她得知，这

位官员其实是位“实干家”。“这也启发我，不

能仅仅依据官员面对媒体的表现，就判定他

对群众的作为。作为主持人我不是评判者，

而应是呈现者，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

王南说，在节目开始前的简短沟通中，

她时常感觉官员对她是“封闭的”，但她希

望能够获得更多信任，节目并非为了问责

某个人，“而是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诚诚

恳恳地共同解决问题”。

杭州市委办公厅于 2010 年牵头创办

的《我们圆桌会》节目，是国内较早的协商

类电视问政节目。该节目以“推动参与、促

进理解”为初衷，邀请党政官员、专家学者

与普通市民等社会各界代表同坐一桌，共

同讨论社会治理问题。

闫文捷认为，协商类与问责类电视问

政虽然节目脚本不同，但其背后动因有很

多共同点，当地政府具体选择何种脚本，则

与节目创办时的多种综合因素有关。

例如，《我们圆桌会》责任编辑鲁康宁

介绍，与一些地方以“治庸问责”为背景的

电视问政节目不同，《我们圆桌会》的诞生背

景，是当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存有误解、沟通

不畅，政府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去打破隔阂，

把“背后的抱怨”变为“台前的建言”，实现官

民互通，让大家共同为城市发展而努力。

鲁康宁说，《我们圆桌会》不重在“问

责”，重在广集民智，提供建设性意见。例如，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环卫工人作业安全，节目

组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环卫工人、专家学者、

市民代表等举办了 3场圆桌讨论。最终推动

有关部门推迟杭州市环卫工人高温天气下

的工作时间，并恢复“门前三包”制度。

“过去 10多年来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鲁康宁说，“许多职能部门都明确跟我表

示，是在节目上获得有用建议后，带回去推

动问题解决的”。

《我们圆桌会》另一位责任编辑陆韦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有位处长因嘉宾提

的问题比较尖锐有些“下不了台”，当时“感

觉很痛苦”，但后来给陆韦打电话说：“我觉

得意见提的都是对的。”后来这位处长又一

次参加节目，面对陆韦的惊讶，他说：“我觉

得老百姓提的意见挺好，我上次回答得（自

己）不满意，但这次这个事情有进展了，我

觉得还是可以上节目来谈一下。”

杭州市民意互动研究中心主任林乃炼

曾撰文记录，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我

们圆桌会》的某次研讨会中谈道：“我们过去

一直觉得媒体是用‘矛’的人……可是《我们

圆桌会》这个栏目却实现了大家在一个圆桌

讨论，双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找到

一种更适合时代环境的监督方式。”

社会治理中的一环

采访中，几档节目的负责人都表达了

相似的意思，他们认为电视问政不仅仅是

面向公众的节目，同时也是地方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环节。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通过

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的创新”，到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将社会治理体系放到推进国家安全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中部署，10 年

间，中国对社会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

不断加强。

何志武说，从“管理”到“治理”，最根本

的变化在于协商过程的强化，而媒体问政

是多元主体合作、协商的有效方式。

唐琳说，许多领导在看完暗访短片后

都会问：“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些问

题？”她认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间的桥梁，

一方面集合并反映民意，一方面以独有的

视角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

林乃炼记得，2022 年，杭州市政府在

征询园林专家意见后，将西湖畔 7 棵已不

适宜生长的柳树改栽为月季，引发舆情。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市民的声音没能及

时引起政府关注？”

后来，2022 年 10 月，杭州市委办公厅

构建起以《公述民评》电视问政节目为主平

台、《我们圆桌会》等节目为子平台的“1+
X”民意互动平台，意在将各类媒体的民意

表达渠道进行统合。

杭州市民意互动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煜

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每月初，杭州

市委办公厅秘书长会带领各媒体平台及人

大、政协、网信、信访、宣传等单位共同开会，

汇总梳理目前主要领导关注的事项，以及

城市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此找

到大家共同关注的高频事项，了解民意”。

各媒体平台需汇报上月主要工作内容

及本月选题，选题落地后，重点选题内容可

形成专报后由市委办公厅交付市委书记批

示。节目组统计，截至今年 11 月，《我们圆

桌会》节目已交付 15个专报，获得书记、市

长 21项批示。在过去的 1534期节目中，《我

们圆桌会》的讨论内容触及 843 项城市公

共话题，对地方政府工作提出近万条建议，

其中近 50%被相关部门采纳吸收，推动了

90多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完善。

郑煜说，目前只要涉及杭州市的重大

政策，市政府一定会考虑通过《我们圆桌

会》听取民意。“它已然是城市治理过程中

听取民意的通道，成为政府在吸纳信息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就不容易受到官员个

人喜好的影响。”

“这一形态的电视问政，也是中国特色

的一种政治景象，即电视及其他新媒介技

术不仅作为工具和平台，而且作为能动的

参与者，直接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打造与建构中。”闫文捷认为，电视

问政展现了媒体渗入地方治理的一种吸纳

民主商议元素的可操作化模式。

唐琳记得，《政风热线》开播之初，许多

官员并不理解节目的价值。有官员曾在看

完暗访短片后愤然离席，怒斥节目组将有

关工作人员拍得“像阶级敌人”。也有官员

不愿意直面问题，不管问什么都宣称“不归

我管”。王南说，还有官员会感到委屈，觉得

为什么自己做了很多工作，群众还说不好，

“因为他真的不清楚落地情况可能并不是

他所设想的那样”。

唐琳和王南均表示，近些年类似的情

况越来越少，并且目前江苏省绝大多数地

市，都已开设类似《政风热线》的电视问政

节目。

殷敏利说，他曾和一些官员交流，虽然

他们怕说错话，但上节目后许多人也会有种

“过瘾”的感觉。“因为可以在全市人民面前说

想说的话，把一些诉求和期望用坦诚的态度

呈现，这个机会对他们而言也很难得。”

殷敏利记得，2022 年，某位市长在参

加问政前还感到很有压力，但在两小时的

节目直播结尾，他主动拿话筒讲了一番话，

对市民在新冠疫情期间对政府工作的支持

表示了感谢，“感觉是有点动情的”。节目结

束后，这位市长说“这样的节目还要再搞”。

“官员参与协商的态度变化，表面上看

起来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实质上是对

协商民主或媒体问政的认识进而对公共权力

运行规则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何志武分析。

同时，电视问政也被认为有助于纾解

群众负面情绪。林乃炼认为，很多公众的

极端情绪都来源于他们的诉求没有被看

到，“我们需要将这些民众切身感受到的

问题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推动解

决。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关注的问题政府

正在解决。有渠道反映问题，老百姓当然能

够理解”。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公众有时没意

识到某件事跟自身有多大关系。”何志武认为，

电视问政或许可以唤起公众的共同体及参

与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对话协商的风气。

2019年，《我们圆桌会》开始推动在杭

州市社区内落地“民意小圆桌”活动，意在

鼓励公众在现实中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

“我们希望‘我们圆桌会’能够突破演播室，

变成整个城市的一张圆桌。”陆韦说。

“如果电视问政的最终诉求是搭建对

话平台，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的话，那么节目形态应当比监督这种单一

形式要丰富很多。”闫文捷认为，如今节目

形态上的单一，“折射出的是我们对电视问

政认知上的局限性”。她说，电视问政想要

持续发展，需要摆脱程式化，创新节目形

态，“使它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过程当

中，可以真正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发挥一种

稳定的结构化功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山、李明为化名）

电视问政，静水流深

2023年 10月9日，《阳光问廉》节目录制现场。 受访者供图

11月5日，《政风热线》节目直播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摄

11月 6日，《我们圆桌会》节目录制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摄

11月 5日，直播结束后，《政风热线》节目组与江苏省水利厅开现场

督办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摄


